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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如同其

他各行各业一样，中国史学界也开始迎来改革开放

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精神

对中外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进行研究，愈益呈

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越来

越大的影响。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社会各

界都在借此机会开展纪念活动，以总结过去和展望

未来。历史学界也当义不容辞，从学术演变的脉络、

从学理标准、从现实需求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成

就、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为今后“再出发”提供一个

合理的依据。有鉴于此，笔者以所从事的中国近代

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为例，试图从学术史、

理论方法的角度，对四十年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动力源

作一鸟瞰式的扫描。必须强调的是，讨论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问题，不能仅仅限于这四十年，要将之置于更

长的时间之流，才能彰显其历史积淀和时代特征。

赓续与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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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如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中国史学界也开始迎来改革

开放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精神对中外历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进行研究，愈益呈现

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就中国近代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

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缘由。总

括言之，历史学者主要充分运用了四个方面的优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其一，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是

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史学来源和重要动力。其二，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

史学者改变了过去对清末民国时期一边倒的认识，而是将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作为新时期近代史研究

的重要滋养源，甚至在某些具体成果上有直接承继的关系。其三，有选择地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

七年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与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是距离最近的。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

究，虽然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又一渊源。其四，借鉴国外尤其是西

方史学研究的方法。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引入，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历史

研究的最新、恐怕也是力量最强的来源。当然，这四个方面的史学资源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

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更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新

出现的，并由此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和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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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人的研究经历和对学术史的了解，笔者

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

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

历史基础、历史连续性和时代缘由，总括言之主要有

四个方面，或者说历史学者充分运用这四个方面的

优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

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乃至外国史研究也大致如此。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丰硕

在阐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学来源之前，有必

要简单地介绍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由这

些成果来检验笔者所讲的史学来源是否与之相符，

是否有道理。

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为例，暂且不论学科建

设、研究队伍、学术团体和研讨会的发展，只看研究

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拓宽就可窥见端倪。譬如，先前

研究较多的课题，如关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近代工业、中国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等，继续深入探

索，提出了新见解；以往研究较薄弱的领域，如农业、

手工业、商业、交通邮政、财政金融、市场贸易、城市

经济、区域经济等，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过去几乎是

研究空白的课题，如近代企业制度、人口经济、华侨

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市

镇经济、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等，已引起学者的兴

趣；过去研究较侧重于晚清时期，民国以后的研究相

对薄弱，如今这一情况已有较大改观。在资料建设

上，数量之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就影响较大

的著作而言，通论性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严中平、汪敬虞等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多卷本 (1840-1897、1897-1927、1927-1937年，共 8
卷，1937-1949年尚未出版)，规模分量最为庞大，也

最为权威。专题方面主要有：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

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晚

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 1989年版)，宓汝成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0年版)，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

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许涤新、吴

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

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

(1861-1910)》(中华书局 1992年版)，虞和平《商会与

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翰

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

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戴鞍钢

《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

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彭南生《中

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以上仅是举例言之，

并非全部。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几乎囊括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二、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者明显地继承了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一传统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一个史学来源和重要动力。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既有正史的“二十四史”，

也有其他各种官修史书、民间史书以及难以尽数的

历史文献资料，还有探究史学方法论的专书，如最

为著名的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

史通议》。才、学、识、德以及追求历史真相等标准，

已经成为深入中国史学研究者骨髓的根本大法。以

上历史传统，自古以来一直绵延至今，基本上没有中

断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 1966-1976十

年浩劫，前十七年的历史研究大多遵循了优良的古

代史学传统，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资料和学术成

果。当然，如后所述，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历史事实

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借“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东风，中

国史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尤其是

1966-1976年那段历史时期作了反思，更加认识到古

代史学优良传统的价值，并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

中国近代经济史大家吴承明对此作过深刻阐述，他

指出，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以来就是实证主义的，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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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出现精湛的考据学。考据学主要是考证史料，

史料是认识历史的基础。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据，

论从史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实证主义是研究

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 [1](P191-192)。吴氏的这

一看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历史学者的心

声。回视四十年的历史研究，凡属有价值、有影响的

论著，可以说无一不遵循了这一原则。刘克祥、吴

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强调：“没有

充分、翔实的资料尤其是足够分量的新资料，所谓

新观点、新方法只能是无米之炊。课题组成员遵循

‘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并未一味地在观点、体例

结构上‘标新立异’，刻意包装，而是将绝大部分时

间和精力用于搜集、挖掘和整理、提炼资料，在充分

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叙述和阐发历史，作出实事求是

的结论。”[2](《前言》，P2)笔者相信，所有认真、严谨的学者都

会坚持这一历史研究的基本底线，这是最值得珍视、

最值得继承的古史传统。当然，这个传统恐怕不仅

仅是中国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传统大概也是

如此，只是我们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

觉地重视自己的源头罢了。

三、接续清末民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近代史是从 1840年开始的，清末尤其是民

国时期，学者已开始研究近代尤其是早期近代史的

内容。所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学者对古

代史学传统的继承主要是方法、思想和意识方面的，

而对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就不仅仅是方法、

思想和意识的对接，而是在具体成果上也有直接承

继的关系。

1901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开启中国史学新

的历史阶段。不过，真正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

的是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中

国古代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史学

理论方法，这一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空前的。当西

方冲出黑暗的中世纪，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之

后，资本主义列强开疆拓土，纷纷崛起，科技、文化、

学术等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西方利用先进的研究

成果，掌握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国

际话语权，其影响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至清末民国

时期，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随着新式学校的建

立，西方现代学科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乃至替代了

中国的传统学术，西方汉学愈益把持了中国知识的

叙述，中国史研究成了西方史学规范、理论、方法和

概念的天地。尽管中国史学家认为这是“吾国学术

之伤心史也”[3](P267)，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正是使用了

这些新理论、新方法，辅以新史料的发现，才取得了

显著成就。于此还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来

自西方，这一时期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

样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就中国

近代经济史而言，不仅出版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

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还对

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

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

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等作了不同程度

地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在通论和

专题著作方面，都出版了有代表性的著作，通论方面

主要有：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

局 1929年版)，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上海生活

书店 1939年版)，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上海生活

书店1947年版)，等等。专题方面主要有：贾士毅《民

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民国续财政史》

(商务印书馆 1932年版)，张心澂《中国现代交通史》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龚骏《中国新工

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王志莘《中

国之储蓄银行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罗玉东

《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梁嘉彬《广东

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严中平《中国棉

业之发展》(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曾鲲化《中国铁

路史》(民国北京新化曾宅刊本)，等等。其中，王亚南

《中国经济原论》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的

近代经济史名著。其他著作也皆兼具中西史学传统

和方法，迄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后，一些中国近代史学者直接继续了

民国时期的研究，出版了专著。老一代学者、著名近

代经济史家汤象龙，就是典型的一例。如他的《中国

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虽然由中华

书局于 1992年出版，但主要研究工作却是在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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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完成的。1930年10月至1937年7月，汤象龙在中

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工作，他和同事从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

1861-1910年的报销册中抄录了 6000件，编成系统

的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资料。“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这一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

三十年，汤象龙没有机会进行研究。直到 1978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对残存的资料进行重新整

理，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4](P6-8)。也就是说，这一成果

的完成跨越了民国和改革开放时期。其他中国近代

史学者，则大多数不具有这种经历，而是在研究中对

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有所涉及。譬如，几乎所有的

研究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出版的论著，只要

和清末民国时期的成果相关，就必然将其作为学术

史梳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作为学术推进和学术

对话的基础，而不是视而不见，重起炉灶。如上面提

到的《中国厘金史》、《中国棉业之发展》，现在研究近

代厘金问题、棉纺织业问题，这两部都是无法逾越的

经典著作，甚至迄今少有超过者。

由此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改变了过去对清末民

国时期一边倒的认识，而是将这一时期的成果作为

新时期研究的重要滋养源。

四、有选择地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

七年的研究

与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前十七年是比较晚的，然而与改革开放之后

的研究又是距离最近的。对此时期的学术研究，学

术界有不同的评价，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它是改

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又一渊源。

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研究在理论方

法上有两个来源：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史传统；另一方

面学习和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此基础上，

集中讨论了一些或宏观或微观的历史问题，取得了

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土

地问题、农民战争等史学界俗称的“五朵金花”，就是

其中的代表。就中国近代经济史来说，最大的成就

是编辑出版了大型资料，譬如大型中国近代经济史

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工业史、

对外贸易史、铁路史等，都是老一辈史学家、经济史

家主持之下编辑出版的，体现了广览博搜、竭泽而渔

的精神。专题资料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

和企业史资料，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58年版)、《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62年版)、《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63年版)、《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
华书局1964年版)等。与此同时，出版了一批资料扎

实、解释持正的著作，如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

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景甦、罗仑《清代山

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年

版)，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

版社1961年版)，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年版)，等等。以上资料和

著作迄今仍未过时，惠及几代学人。

当然，也不能不说，在中共革命刚刚成功的历

史背景下，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革命史观也对

历史学者产生了极大影响。无论是研究对象、问题

意识、资料选取还是历史解释上，都与此发生了密

切关联，出现了一些偏离历史全貌的现象。即便是

老一代经济史家精选的史料汇编，也是如此。以《中

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为例，所选资料无疑是有根据

的，但更多侧重于与“反帝反封建”有关的土地关系、

封建剥削关系、外国列强侵略和农业衰退，而对农业

经营、生产力变化等选材较少。在其他近代经济史

论著中，也明显受到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甚至以论

代史，为革命理论、革命宣传作注脚，对于传统经

济、清末民国时期的经济缺乏应有的关注，且评价

有失偏颇[5]。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学者对前十

七年有价值的资料和论著仍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所

有研究都将其作为学术史回顾的重要内容和对话的

基础。譬如，上面谈到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

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在研究外国

在华资本、地主经济问题时，都依然是最为重要的研

究前提，迄今超过者也不多见。当然，对于传统革命

史观给一些资料和论著带来的问题，也保持谨慎态

度，以求真求实为历史研究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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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了传统革命史观，而是

沿用其合理内核。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它是革命史

观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今天所否定的是教条化、绝

对化、单一化，应该认识到不同阶级之间有对立和矛

盾，同一阶级内部也有对立和矛盾。然而，必须说这

一分析方法仍有一定的解释力。又如，社会性质分

析方法，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马

克思所概括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中

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但必须明白，这是一

种高度抽象的概括，仍具有普遍解释力[6]。当然，从

具体研究实际来看，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此的重视程

度是明显不够的。

五、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

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史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理

论方法的引入，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

最新、恐怕也是力量最强的来源。

如前所述，早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就已经

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国

门洞开，中国学者又接上了这一曾经有过的历史。

当然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末民国时期

是一个内忧外患、国破民穷的旧时代，改革开放以

后则是一个愈益独立富强、国势日隆的新时代。随

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西方史学著

作、史学流派纷纷涌入，涌入的不仅仅是和我们改

革开放以来时间同步的著作，也有改革开放之前即

1950-1970年代的著作。就中国近代经济史而言，

仅仅翻译为中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就有：黄

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1983
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

局 1992 年版)，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小科

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

黄金时代 (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版)，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

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施坚雅《中国

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

农民发展 (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版)，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

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

外竞争 (1890-1930)》(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彭慕

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

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等等。与此同

时，与历史学相关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

学等著作也大量涌入，此不赘。

毫不夸张地说，以上论著几乎都在中国近代史

尤其是经济史学界引起震动。施坚雅提出的六边型

集市结构、黄宗智提出的农业经济过密化、滨下武志

提出的朝贡贸易圈、杜赞奇提出的政权内卷化等，皆

掀起一阵阵波澜。扩大言之，费正清的“冲击—反

应”论、柯娇燕、罗友枝的“新清史”等，都不断搅动着

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思维及眼界。欧美史学流派诸如

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心态史学、计量史学、新文化

史、后现代史、全球史观等均从不同方面对整个中国

史学形成了巨大冲击。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外尤其

是西方史学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事实上已成为必

须参考的资源，中国学者也的确借此大大推动了历

史研究，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一种所谓“后发优势”。

如果没有这一力量的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史

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当中国经济实力、国家地位迅速提高之

际，我们已经不甘心居于模仿、跟从西方学术的角

色，而是力争国际学术话语权，否则“后发优势”很有

可能变为“后发劣势”。这一心态具有积极的正面意

义，但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人提出排斥西方

乃至去西方化的口号，这显然是不理智的，在全球化

时代更是不可能的。试问，谁能离开西方或者说由

西方创制的国际学术规则进行学术研究呢？与其如

此，还不如冷静心态，采内外互补、兼容并包之态度，

一方面遵守国际学术规则，争取在此规则之下的最

大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另一方面，挖掘中

国本土资源，努力修改、发展乃至创立一套与此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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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新规则、新概念，变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新

规范，从而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缺席”和“本地信息提

供者”地位。当然，由于相关学科理论方法滞后、理

论方法创新空间狭小、英语仍是国际强势语言等等，

要确立国际学术话语权，实现“领导者”的目标，还是

非常艰难的，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回到中国史学、中国近代史，笔者认为，本文所

阐述的四个方面的史学资源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

研究发展的推动力，其中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

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出现的，由此呈现出历史

的连续性和开创性。为此作出贡献的，既有民国时

期已经有所成就的史学家，也有求学在民国但工作

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还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前十七年培养的历史学者，更有改革

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所有这些学者的研

究尤其是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资源，都值得重视

和汲取，百家争鸣、综合创新才是未来中国史学发展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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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Four Driving Force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Jinzheng

Abstract：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in 1978, the Chinese historians began to usher in a historical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just like other
professions. To sum up, historians have made today's achievements mainly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four aspects: first,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is a historical source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study of modem Chinese history. Second, the study of scholar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direct bearing on some specific achievements. Third, the study of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chosen selectively. Fourth, learning from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research ways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se four historical resources provide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us showing the continuity and originality of history.

Key words：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ndation; impe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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